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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句法学(syntaotics或syntax)、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明确地作为符号学的三个分支首见于美国学者C.W.Morris 

1938年问世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ory of Signs)一书，60年代我国学者周礼全先生在翻译此书时把 它们分别译为

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据我所知，把pragmatics译为语用学以此为最 早，后来在符号学和语言学中已成为通译。 

    当今归入pragmatics领域中的具体研究课题从本世纪年代以来，在哲学、逻辑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中逐渐发展起来。在语言学

中，从7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受到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句法学派的刺激和哲学、逻辑学界探索“意义”(meaning)其物的影响，更

多的学者注重研究句子和语境、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他们对pragmatics的兴趣骤见增长，不仅研究属于这一领域的具体课

题，研究pragmatics跟句法和语义的关系，而且许多学者已明确地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部分包含在各自创立的语法理论之中。

中国大陆汉语语法学界明确提到语用层次则稍在其后。据施关淦1991所考，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1981年出版)初

次运用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分析汉语语法问题，其后对语用学问题的论述渐多，目前已形成热门话题之一。 

    1. 尽管句法、语义、语用三叉结构的历史在符号学中可以上溯到Morris或更在其前的美国哲学家C.S.Peirce，具体到语言学中也

至少可以上溯到1970年前后，但是这三叉 结构的关系却人言各殊，难求共识。三者中地位尤其不明确的是语用学分支。

S.C.Levinson1983第一章讲语用学的范围时列举了8种不同的定义，廖秋忠1991则列举了6种 表现国外语言学者不同观点的语言学

分支关系图，结论都是说语用学与其他分支领域的 关系— —特别是跟语义学的关系— —说法不一。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我国

大陆学者 对语用学的地位和三个平面(或称三个部分)的关系也有种种看法(参看施关淦1991和冯 炜1992)，据说1992年4月在上海

举行的第三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中，也出现 了七八种模式图。可见虽然许多学者承认句法、语义、语用这个三叉结

构，但具体认识 有很大差异。 

    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能详述，也不评论不同看法的得失，只是试图勾画出一个理论框架。它可以提供一个视角，使我们看到在

万象纷繁的语言世界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三叉结构，为什么会产生业已出现的那些研究课题，今后是否还会产生其他的研究课题

和研究方向。为此就必须首先观察语言学者的工作方式，并且进行方法论分析。因为归 根结蒂，语言学模型是语言学者在现实语

言世界中按照自己的眼光挑选了一些材料，然 后按照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方式构筑起来的理想语言世界。但这并不就是现实语言。

句法 、语义、语用三叉结构不过是语言学者用来观察语言的一种方式而已。 

    2. 要分析这个三叉结构，必须从Morris 1938给它的定义开始：当使用者I使用一物S 指示另一物M时，S就成为符号，M则是S

的所指；句法学研究若干S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S和M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S和I之间的关系。更圆滑些，也许是R.Carnap 

1942 的定义：研究语言时，明确提到使用者则属于语用学领域，抽掉使用者，仅分析语言表 达式及其所指属于语义学范围，所

指也抽掉，能分析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属于句法学 范围。 

    这两个形式上十分整齐的定义却不能为我们划出三个整齐的领域，因为S要成为符号就必须有I和M；抽掉哪一个因素，S也不成

其为符号。以语言为例，无论作何种研究，总要首先确定一种语言中包含哪些表达形式，哪些形式可以认为同一，哪些形式不可以

认为同一，这就不能抛开它们的使用者和所指不管。众所周知，即使被认为是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不同的使用者之间和同一



个使用者的多次使用之间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形式差异，要断定它们的同一性就不能不诉诸使用者的仲裁；而使用者在仲裁时，在许

多— —即使不是所有— —情况下也不能不考整它们的所指。符号、所指、使用者实质上是三位一体，这就否定了句法、语义、语用

能整齐地三分天下的可能性，也解释了为什么学者们对现实语言世界已经并且正在作出许多互不相同的三分模型。 

    既然情况如此，为什么学者能接受Morris的三叉结构和Carnap的定义呢?原来，在实践中已经有意无意地修改了三个分支的严格定

义，所谓不涉及或抽掉已经被有限度地涉及所取代，而不是从头到尾始终不考虑。 

    3.1 既然句法学要研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那么要研究一种自然语言L的句法学就须首先从语言L的使用者使用的话语集合

T中确定L的一个语言表达式集合P，然后去研究P中各成员(E[,1]，E[,3]，…E[,i]，…)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使用者之间和同一个

使用者的不同使用场合之间，语言表达式E[,i]的形式和所指可能有种种变异，还可能 有些表达式并非人人都使用。例如熟人见面

打招呼可以说“吃饭了吗?” “早起了?” “ 没睡觉啊?”之类，但生人相见和正式场合则大都用“你好!” “幸会!”之类。南方不 少地区使

用“有没有”提问。例如问“有没有吃饭?”北方的习惯就不用这种方式提问 。同一句话，不同地区的人发音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说

两遍就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些 差异有些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有些是明显的失误；有些则可能看法不一。这就产生了 如何确定

集合的问题。 

    因此，如果语言L的使用者说的话语中的表达式组成集合T，那么语言学者必须首先对此加以筛选，从中确定一个标定的表达式

集合P，然后才谈得上研究L的句法。瑞士学者索绪尔抛开parole(言语)研究langue(语言)，乔姆斯基抛开performance(语言行为)研究

competeneo(语言能力)，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3.2 然而问题并未到此结束。尽管说P是T的一个标准化子集这话也许并无大错，但是T包括哪些成员还不知道。传统语法的规

矩是看到、听到才算数，要到L的使用者实际说出或写出的话语中找例句，注明出处，以取信于人。直到现在，这还是我国大陆汉

语界的标准操作方式。然而谁也没有证明这样找到的语言表达式集合能包含全部的langue或competence。这样去找例句，能找到(1)

而很难找到(2)： 

    (1)一只象有四条腿 

    (2)一只象有四百条腿 

    于是 (1)属于T，可以进入P； (2)不属于T，也就不能进入P。(2)也许不属于parole或performance，但它也不属于langue或

competence吗?难道它不是汉语的一个表达式吗? 强调田野工作的描写语言学派也许可以不考虑，但从乔姆斯基以来的当代语言学

者却不 能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有限的performance之中能包含着全部competence吗?换句 话说，对于语言L来讲，一个有限

的performancc集合是否确已开发了L的全部competence功能?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开始，除了我国大陆汉语界以外，其他地

区的现代语法学派的论著中注明例句出于某书某页的作法几乎已经绝迹。因为一个学者 应该是具有母语的competence的。他在描

写母语的语法时除非遇到拿不定主意的疑难情 况之外，一般无须征求别人的同意，何况在他可以找到的performance材料中未必就

有 他所需要的comptence内容。 

    3.3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句法描写的精细度。传统语法中用词类和句型给出句子模式，但是把具体的词填进去生成的句子

尽管语法正确，却可能无人使用。虽然因为“忽然”不能用作形容词，“他的行动很忽然”有语法错误，但是“一只象有四百条腿”和“地

球是方的”却都没有语法错误，传统语法不排斥这种句子。这表明传统语法规则不能保证生成的句子都在集合T之中。在乔姆斯基的

生成语法模式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语法规则的生成能力过强。削弱过强生成能力的办法是把词一再地细分小类，这样词语类别和语

法规则也就越来越繁琐。它生成的句子集合也许越来越接近集合T，但从上文所述可知，还不能说就是语言L的competence集合。这

个问题有多种方法论意义，我们仅能就本文论述所需指出它暴露了句法和语义的关系。事实上无论传统语法还是Chomsky以来的句

法学研究，都是有限度地涉及语义内容。惟其如此，传统语法才不考 虑“人咬馒头”和“馒头咬人”的差异，而诿之于语义范畴。 

    3.4 即使是上文这样一个无比简略的勾画，也可以表明句法学所研究的语言L的表达式集合P不等于L的使用者的performance集

合T。它没有包括所有使用者的performance 行为中的表达式，没有包括同一个使用者在所有场合中的performance行为中的表达

式 ，也没有包括语言表达式所对应的所指部分的全部内容。所以如此，不完全是因为把上 述三方面的内容都包括进来既不可能

也不适宜，还因为T由performance组成，P由competence组成。语言学要研究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个论述阐明了在语言L的句法学中

所研究的对象和所生成的语言表达式实际上是有限度地考虑符号使用者和符号所指之后 的产物，是语言L的一个模型L′。也许我

们可以说世上仅存在一个唯一的语言叫作L， 但是由于上文有修饰语“有限度地”，我们就不能说L仅能有一个唯一的模型叫作

L′。 

    在确定了集合P以后，句法学的任务是研究P中各成员(E[,1]，E[,2]，…E[,i]…)之间的关系。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句法理论，都

致力于研究怎样把P的成员分成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两类：基本单位用枚举法一一给出，导出单位则用导出公式给出。导出公式主

体是合成公式，说明怎样由基本单位通过一系列合成操作生成复合单位。例如语法中的基本单位是词；组词成句的语法规则是合成

公式，通过语法规则可以生成各种复合的句法单位。 

    4.1 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上文已谈到它跟句法学的关系— —句法学中考虑的语义因素很多，所建立的句法范畴和

句型也就越多。抛开这一点，甚至也抛开哲学界和逻辑学界关心的“意义”到底是何物这个问题，语义学本身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即怎样确定由小到大各种语言单位的意义。就语言学而言，有三种观点： 



    (1)从单词出发寻求词语的意义。即首先确定单词的意义，然后以单词的意义去解释短语和句子的意义。 

    (2)从句子出发寻求词语的意义。即首先确定句子的意义，然后从句子的意义中去分析单词和短语的意义。 

    (3)从用法出发寻求词语的意义。即用法就是词语的意义，描写词语的意义也就是描写它们的使用方法。 

    4.2 第一种观点有方法论意义，因为语法中以词为基本单位，句法操作法则就是说明怎样用单词组成句子。如果句法合成法则

告诉我们可以用三个词(a，b，c)通过一系列句法操作产生句子abc，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同时有语义合成法则告诉我们怎样由a，b，c

的意义通过一系列语义操作产生句子abc的意义。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记住L中的词的 形式和意义以后，通过句法和语义合成法

则就能自行演绎出L中的无数复合表达式的形 式和意义，不必再去逐一学习。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基本单位的数目少，跟复合单位

不成 比例。如果句法合成法则给出的每一个句子的意义无法用法则演绎，只能个别地学习和 记忆，那么句法合成法则也就没有

什么用处— —既然每个句子的意义要到句典中去查， 那么查词典和学语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种观点同样有方法论意义。在正常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能独自存在的最小单位是句子。任何一个语言单位，只要它能用作独

立的交际单位，它所传达的信息量就不可能少于一个句子的信息量。在一定场合下，一个词甚至更小的单位也能成为独立的交际单

位。例如在叫门时的回答往往是问“谁?”答“我”，双方都只用一个词作为独立的交际单位。然而这时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问“谁

叫门?”和“我叫门”之类的句子。语言交际主要就是运用各种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管句子中各个词各自负载什么信息；交际中传

递的是由它们组成的整个句子的意思。所以，如果语法是讲用词造句的规则，而且是像第一种观点那样，打算以句子中包含的词的

意义为基本单位“计算”出句子的意义，那就必须以句子的意义为出发点，研究怎样把句子的总信息量分配给组成句子的各个部分，

直到分配给各个词为止。 

    第三种观点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方法论原则的特例。第二种观点实际已经表明，不能孤立地谈词的意义，必须从词在句子中负载的

信息量方面研究词的意义。第三种观点则意味着语言成分的意义体现在它的用法之中。形式化地讲，所谓语言单位u的用法就是把u

正确地镶嵌在一个更大的语言单位或语言环境u′之中的方法，这决定于u在u′结构之中分担的功能。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普遍的

方法论原则K：任何一个单位或一个对象都是存在于一个包含着它的更大的单位或结构之中；所以想认识它、理解它和使用它，就

要分析它存在于其中的那些单位或结构的组成成分和结构模式。(注：参看杨成凯1991b。)这条方法论原则表明，如果b是组成a的语

言单位，那么b的意义或功能就是它在a的 总体意义或功能中所承担的份额。这就指引我们到句子的意义中去寻找词的意义，到更

大的语言单位或交际行为中去寻找句子的意义。 

    4.3 上文说到在叫门过程中回答问句“谁?”时说的“我”虽仅有一个词，却含有“我叫门”之类句子的意思。这跟“我叫门”中的“我”不

同。事实上，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词语传达的信息量会随着语境不同而变化。形式化地讲，就是当词语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结

构— —上下文或交际行为模式— —之中时，它传达的信息量是个变量。问一个孩子“你是男孩女孩?”时，意思当然是问其本人是男

是女，但用这句话问一个成年人时，意思几乎总是问对方的孩子是男是女，而不是问其本人是男是女。在回答“要是他不去，谁

去?”时说“我去”，意思是“要是他不去，我去”。这跟不涉及别人、单纯的“我去”不同。这表明句子在以它作为一个成分的不同交际

行为中，其意义也是变量。上文的原则K说明这种类推实际上没有尽头，我们只能在某一层次上停止。传统语法所讨论的最大语言

单位是句子，我们就只能首先确定句子的意义，然后把它的总体 意义离析为若干部分分配给组成它的各个词。 

    确定句子的意义的方法跟句法学中确定语言表达式的标准形式的方法遵循同样的认识论原理。这就是，在一个句子S用在不同场

合可能传达的若干种意义M[,1]，M[,2]，M[,3]，等等之中，确定一个基本意义M作为S的标准意义，然后进行离析操作。例如上文

说到的句子“我去”的意义就不能以“要是他不去，我去”为准，而只能以它的最小信息值即单纯的“我去”为准，然后把它的总信息量

分配给“我”和“去”。事实上不仅在确定句子的意义时必须在它可能传达的变化的信息量中选取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信息值作为它的基

本意义，就是在确定短语的词的意义也只能如此。(注：杨成凯1990，特别是1991b，从方法论方面对确定词语的信息量的问题作过

探索。)这种情况跟句法学中从语言表达式可能采用的变化的形式中确定其一个或几个基本形式道理相同。 

    5.  所以，如果说在句法学中学者研究的是语言L中的表达式e的基本形式F(e)，那么 在语义学中学者研究的是L中的表达式e的

基本意义M(e)。二者都有一定的理想性。它们 跟e在各种场合使用时实际表现的形式和传达的信息值之间可能有种种差异。这表

明句 法学和语义学中研究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L的理想型或说是模型L′。Quirk等1972(13 页)讲他们描述的是英语的共核

(common core)，我们不妨说英语的共核就是一种理想型 的英语。由于理想化程度的不同，L′也可以有L′[,1]，L′[,2]，L′[,3]

等多种形式 。 

    L′跟L有差异，传统语法讲省略就是处理这个差异的一种方法。例如在语法中只能说“老张”是指某个人的专有名词，然而在回

答“谁跟我去?”时说的“老张”却传达“老张跟你去”的信息。传统语法就说此时说的“老张”其实是“老张(跟你去)”。这样做，实质是尽

可能让“老张”保持一个固定的信息值，然后用法则来弥合这个信息值跟它在某种语法中实际传达的信息值的差异。这种方法很像数

学中作近似计算时使用的修正算法。 

    6. 弥合L′跟L的差异一事在方法论上可以作不同的理解，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但不能不指出正是由于L′跟L有

差异和学者试图处理这个差异，使句法学和语义学之外出现了一个语用学领域。如果我们(1)或者满足于用L′来代替L，而不再追

究 二者的差异；(2)或者在构造模型时就让L′极为接近L，那么语用学的领域就将大大缩 减。传统语法不像现代语法学派那样

努力地描写competence，不要求它的法则那么精确 ，也不大讲句子在更大单位中的变异和功能；它虽然用省略处理L′和L的部分

差异，但 把省略归入句法内容，于是传统语法就可以不讲语用层次。 



    一些现代语法理论则不同，它们追求描写的精确度恨不能把每一个词语在每一种场合中的形式和意义差异一网打尽；于是传统语

法的基本单位“句子”的形式和意义在各种语境中的变异就进入语言学的领域，跟句法、语义相接触。如果维持原有的句法和语义领

域，这部分内容就必须另立门户。眼下也只有“语用”这块招牌可以利用。 

    总之，是语言L跟它的模型L′的差异，是语言表达式在越来越大的语言结构和行为结构之中使用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乃至语言

表达式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这些因素进入学者的视野就产生了语用学目前的广漠无垠的研究领域。为了表现句法、语义、语用三

者的关系，杨成凯1991a画出三个同心圆：小圆是句法学，中圆是语义学，大圆是语用学。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好地观察中外对三者

关系已经和可能提出的各种模式，而且还能够看出“语用学研究语义学所未涉及的意义侧面”这个在语言学中颇获青睐的定义实际并

不完整；因为若语义学加上语用学将处理语言表达式的全部语义问题，那么句法学本身能够处理语言表达式的全部形式问题吗?如

果符号学是三叉结构，而在符号中又是形式和意义两位一体，那么语用学势必跟句法和语义都有关系。最后根据杨成凯1992展示一

下语用学的光谱作为对本文方法论分析的概括和总结。 

    7. 模型L′可能在下列方面不等同于语言L： 

    (1)L′的基本单位和由它们组成的复合单位是L的相应单位的模型，不一定等同。自然语言L的词语的形式和意义会因使用场合不

同而变异，但模型L′中相应的词语的形式和意义却不能不保持相对稳定的不变值。要想使L′中的词语跟L中的相应的词语等同，

就不得不用修正法则使之随时进行调整。 

    (2)L′中最高层次的单位是u时，层次低于u的所有单位的形式和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它们在u层次的表现为准。然而无论u层次

的单位还是低于u层次的单位，它们运用于比u更高的层次时都可能发生形式或意义的变异。这些变异在以u层次为分解起点时就不

一定能予以考虑。这将导致L′中的单位在比u更高的层次上跟L中的相应单位相比产生明显的误差。传统语法以句子为最大的单

位，于是需要用修正法则对L′中的词语的形式和意义加以调整，给出它们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的用法。 

    (3)L′中的最高层次的单位是u时，L中的高于u层次的单位在L′中找不到相应的模型。这就需要提高L′中最高级单位的层次，

构拟新的模型。例如从句子扩展到超句单位。 

    (4)L中某些单位的所指随使用场合而异，L′中相应的单位就不可能规定明确的语义值。如果我们要求出它们在每一个使用场合

的明确的语义值，就需要补充相应的法则。例如自然语言中“我”、“你”、“今天”、“昨天”、“这”、“那”等词的所指就必 须由使用场

合确定。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语用学的课题。此外，在研究L和L′的关系时，我们假定L有唯一确定的形式。事实上： 

    (5)语言L可能有若干变体，也可能包含若干子语言，为L构拟的模型L′不一定能跟L的各变体或各子语言一致。例如自然语言可

能因地区、社团、阶层、情境等不同而有种种 变体。这就需要有转换法则L′阐明跟它们的关系。 

    (6)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广阔的结构之中认识语言的功能，就使语 言L跟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活

动等联系在一起，于是语言学研究就涉及了有 关的一切学科的内容。 

    这两个问题关系到语言学者对于语言L的自主性的认识，也给学者提供了语用学的课题；但跟前面四个问题相比，这些课题跟语

言L的本体的关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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